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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大地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

———兼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商讨“炎帝故里”问题

彭志瑞

（炎陵县教育局，湖南 炎陵 ４１２５００）

［摘　要］湖南是原始拜火教的发源地和稻作农业的诞生地，也是炎帝族中心聚落的所在地，湖南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中
华炎黄研究会认为山西高平是炎帝故里的说法缺乏关键证据支持，因而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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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３日，在北京举办的“山西高平神
农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某大学历史学系一位

副教授发言称炎帝渊源于山西的煤矿在地下着了

火，由此认定“炎帝是山西人”［１］２６７。当晚中国新闻

网就以“中国炎帝研究学者发布新成果：炎帝就是

山西人”为题作了报道。［１］３２８随后，《中国文化报》、

凤凰网、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等媒体相

继转载。原以为该学者观点作为一家之言，热闹一

阵过后会归于平静，但不想其竟成了中华炎黄研究

会的定论。当年４月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高
平市编印的这次研讨会论文集以“炎帝故里 山西

高平”为名正式出版，主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中华炎黄研究会副会长王震中教授。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日，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
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神

农炎帝文化交流研讨座谈会”在台湾新北召开，北

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希清教授在会上做了学术

讲座。张教授说：“从考古发现、典籍记载、民间风

俗等不同角度，印证了山西高平是神农炎帝故里，

并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神农炎帝文化体系。”［２］

既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认定山西高平是“炎

帝故里”，就有必要对其进行论证，因为“炎帝故

里”之所在不但涉及炎帝文化研究的基础，更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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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发展史。

山西高平是炎帝故里吗？

炎帝是个神话人物，又被奉为炎帝氏族的始

祖，所谓“炎帝故里”，从个体生成的角度说，应当是

拜火教的发源地；从集体生成的角度说，应当是农

耕文明的诞生地；从氏族根基的角度说，应当是炎

帝部落聚落中心的所在地。至于张教授说的“考古

发现、典籍记载、民间风俗”只是某一事物存在的证

据体系而不是它的发展体系，更不代表它的源头。

事实证明，湖湘大地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

　　一　湖湘大地是原始拜火教的发源地

（一）炎帝的本质是火神，神农氏也是“后人想

像述称”

恩格斯指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

“这种神被假想为民族的祖先。”［３］历史学家蒙文

通认为：“五帝固神祗，三皇亦本神祗，初谓神，不谓

人也。”［４］１６上古史专家徐旭生也认为“古人所称的

帝就是现在人所称的神”［５］１９８。

关于炎帝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这部儒家

经籍两处提到炎帝，均以炎帝为“火师”。《昭公十

七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６］１５６７

《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６］１９０１“火

师”即是火神，是以火作标识的部落之宗神。

东汉班固编写的《白虎通》是当时上自天子、下

迄儒生的学术共识，该书之《五行》言：“炎帝者，太

阳也。”［７］此“太阳”即是火之精。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专家何星亮也

认为：“炎帝是古代的火神之一。”［８］２８４

商周之际，由于大一统观念的影响，炎帝、黄帝

等一些影响大的部落宗神上升为天帝。后来的人

崇尚祖先崇拜，遂将炎帝人化，《国语》那段“少典

生黄帝、炎帝”的故事便是炎帝人化的代表。

至于神农氏，也是战国时期由楚人许行抬出的

一尊神。［９］９国学大师钱穆指出：“中国古代史的传

说……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

期，包牺氏代表畜牧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

此等名号，本非古所本有，乃属后人想像述称。”［１０］

郭沫若也认为，所谓神农“实则指原始社会进程中

的初级农业阶段”。［１１］

炎帝身份的演变及其与神农氏的附会，拙文

《上古炎帝起于南方考———对徐旭生将炎帝归于西

北集团的质疑》［１２］（以下简称《质疑》）中已有介

绍，恕不展开。

（二）最早的拜火教

何星亮指出：“火神形象是在火神观念的基础

上形成的。”［８］３６０火神观念的具体表达则是火崇拜。

傅斯年认为：“古者中国南方有拜火教，诸部落奉此

教者之宗神，以象物言之曰祝融（后称炎帝），以象

功言之曰神农（农融古当为一词）。此一崇拜，其祠

祀中心，原在江汉衡湘。”［１３］考古发现证实，拜火教

发端于湖南。

１．最早的太阳崇拜和凤凰崇拜。１９９１年，考古
工作者在洪江市高庙遗址出土距今７０００～７５００
年的一些陶片，发现有“火”“⊙”等符号，其中“⊙”
与甲骨文的“日”字一模一样。这些符号比甘肃大

地湾遗址的文字符号往前推了上千年。高庙早期

文化多次出现太阳崇拜图案，［１４］此前，甘肃大地湾

的文字符号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可能有文字意义

的符号”，高庙遗址颠覆了人们的认识。

这些最早的太阳符号表明，高庙的先民早已在

７０００多年前已经有了对太阳的崇拜。《周易集解
纂疏》引东汉经学家荀爽语云：“离在地为火，在天

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１５］日为火之

精，对太阳的崇拜就是对火的崇拜。傅斯年在《〈新

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一文中说：“此所谓光融天

下，已暗示其为南方拜火拜日之教。”［１６］１２３说明南

方的拜日教就是拜火教。何星亮也认为：“太阳崇

拜与火崇拜是相互关联的。”［８］３７１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５日，国内多家主要媒体转发了
新华网长沙的一则消息：“湖南省洪江市高庙文化

遗址日前出土的一个白色陶罐上，戳印有我国最古

老的凤凰图案，距今已有７４００年的历史。这一发
现为揭开凤凰‘诞生’之谜提供了异常珍贵的实物

资料，震惊了考古专家。”［１７］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６日《光
明日报》又报道：“湖南省怀化市洪江高庙遗址被认

为是迄今全国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祭祀文化遗

址。”“在怀化高庙遗址中出土的陶器表面，大都绘

着类似兽面、太阳和神鸟的结合体。”“有关专家表

示：这些图案可以证明中华民族的‘凤凰’崇拜始于

高庙文化。”［１８］

在古代，凤凰是火的象征。《冠子·度万》：

“凤凰者，鹑火之禽，阳之精也。”［１９］《初学记》引

《演孔经》云：“凤，火精。”［２０］这些对先人文化的解

读说明，凤凰崇拜也是火崇拜。既然凤凰崇拜始于

高庙文化，高庙即是拜火教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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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最早的火焰崇拜和石头崇拜。据曹卫平介
绍，在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距今６５００年）的祭台
上一共清理出４９个祭坑。一是祭坑中有的积满草
木灰，或一层黄土夹一层草木灰；二是坑内出土了

较完整的陶器或可复原的陶器；三是坑底满铺红烧

土或坑内积满红烧土块，或置放大块红烧土块；四

是坑底置放大块砾石；五是坑底或台阶上置放大块

兽骨。此外，在祭台附近共发现三处比较平整的红

烧土堆积，有厚１厘米的草木灰覆盖，灰中有零星
碎陶片，“不排除铺成后其上曾有燎祭一类的祭祀

活动”［２１］２７。

何星亮说过：“人们崇拜火，最初崇拜自然的

火。在举行祭火仪式时，烧起一堆火，把火焰当作

火神象征，人们向火焰叩头、跪拜，往火里撒酒、肉

等祭品。”［８］３８０据此可知，城头山祭坑内丰富的草木

灰应是先民举行祭火仪式的遗存。祭坑内的陶器

或大块兽骨，应是先民向火神呈献祭品的遗存。

祭坑内的砾石，可用何星亮的观点解释：“一些

石块（如燧石）能摩擦起火，也是古人崇拜石的原因

之一。”“原始时代的人们并不知道摩擦石块起火的

真正原因，以为石块有某种神秘的属性，是有灵性

的。因而感激它，崇拜它。”［８］３４８砾石是可以生火的

工具，将它们供在祭台上，也应是对火的祭拜。

至于祭坑内的红烧土，应是为了延长燃烧时间

而分层铺在柴草上面的。

曹卫平指出：“较之我国新石器时代同期的其

他文化遗址，城头山古城遗址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

处于领先水平。”［２１］２６

上述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的火崇拜遗存证明湖

南是拜火教的发源地。炎帝既是拜火教的部落宗

神，也必定出自湖南。

（三）古籍和民间传说的佐证

先秦典籍中不泛南方炎帝的记载，与考古发现

相互印证。

晋人郭璞引《广异记》注云：“南方赤帝女学道

得仙，居南阳愕山桑树上，赤帝以火焚之，女即升

天，因名曰帝女桑。”［２２］１７０－１７１《海外南经》：“南方祝

融，兽面人身，乘两龙。”郭璞注：“火神也”［２２］２０６

吕思勉指出：“炎帝者，祝融之异名。”［２３］８６蒙文

通认为“祝融亦为炎帝”［４］４６，傅斯年也说祝融“后

称炎帝”。三位大师的观点指向一处：“南方祝融”

即是“南方炎帝”。

屈原《远游》进一步证实炎帝之神游息于湖南

九疑山：“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朱熹

注：“南疑，九疑也。”［２４］

九疑山有“大”“小”之分。小九疑在湖南宁远

县，又名苍梧山，舜帝葬地。大九疑即九疑山区，

《水经注》描述了其范围：“磐砦苍梧之野，峰秀数

郡之间。”［２５］任俊华认为：“所谓九疑山区实际是以

南岭山脉为主体，东接罗霄山脉的广大地区。”［２６］

九疑山区具有十分集中而又年代久远的考古

发现：广东韶关市马坝人遗址，距今１２．９５～１３．５
万年；湖南道县福岩洞遗址，距今８～１２万年；湖南
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１．２万年；广西桂林市甑皮
岩遗址，距今７５００～９０００年；还有韶关市石峡文
化遗址，等等。上述考古发现说明了这一地区史前

文化之丰厚。

丁山认为：“任何古代民族都有天神住居山巅

的传说。”［２７］由于九疑山区是新石器文化策源地，

又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因此以炎帝为宗神的先民自

然奉九疑山群山之巅为炎帝神灵游息之所。

“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与舜帝

浪漫凄美的故事相比，这一带关于炎帝的传说多是

与消除饥饿有关，兹举三例：

１．神农教耕于嘉禾。湘南学人王万澍编的《衡
湘稽古》引《嘉禾县学记》云：“嘉禾，故禾仓也。炎

帝之世，天降嘉种，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

禾仓。后以置县，?其实曰嘉禾县。”［２８］７

２．赤制氏作耒耜于耒山。《衡湘稽古》载，炎帝
设计田器，“帝之匠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之耒山。

……《水经注》曰：‘县盖因水以制名。’然水乃因

事，为作耒而得耒名矣”［２８］９。耒山，即今湖南桂东

县与炎陵县交界的烟竹堡。因耒水得名的耒县即

今之耒阳市，秦时置县。可见这一传说产生的时间

不会晚于战国。

３．赤粪氏作杵臼于舂溪。《衡湘稽古》载：“炎
帝之臣赤粪氏作杵臼于舂陵……舂溪之所由名也。

《水经注》曰：‘舂陵乡盖因舂溪为名，汉长沙定王

发以为舂陵县。’”［２８］９舂陵县故址在今宁远县柏家

坪一带，秦时所置，其传说同样产生于秦以前。

湖南因炎帝传说而得三个古老县名，只有其为

炎帝文化的藏精之所才有如此幸运。

关于炎帝在北方的资料，只有《国语》那段“炎

帝以姜水成”的话，其源自《晋语四》内一个“重耳

逆怀嬴”的故事。崔述评曰：“盖《晋语》此文，特欲

掩文公纳怀嬴之失，而假托于古之圣人。”［２９］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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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对此也有详细分析，恕不重复。

　　二　湖湘大地是稻作农业的诞生地

湖南因处洞庭湖以南而得名，其东是罗霄山

脉，西是云贵高原，南是五岭山脉，北是滨湖平原，

整个地势是一个三面环山、向北开口的马蹄形盆

地。盆地之内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十分适宜动植

物的繁衍生息。

第四冰期时代，南岭是中国大陆重要的潜在植

物避难所，在冰期复暖的条件下，这些保存下来的

物种又从避难所扩散，重新分布。［３０］在物种“重新

分布”的过程中，湖南当是最先蒙惠的地区之一。

考古成果证实，正是南岭之阴的这个马蹄形盆地孕

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国稻作文明。

（一）道县玉蟾岩遗址：世界上迄今发现的第一

粒人工栽培稻

据２００５年３月２日《光明日报》载：中美联合
考古队在南岭北麓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出土了

一粒被证明是１．２万年前的古栽培稻。袁家荣介
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标本，是研究农业起

源重要的材料。”［３１］吴小红等多位国内外考古专家

认为：“彭头山、八十
"

遗址可能是从这些旧石器时

代晚期洞穴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发展而来。”［３２］

专家的意见说明南岭的洞穴文明催生了湖南

的稻作农业。

（二）澧县彭头山：中国稻作农业的诞生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澧
县彭头山遗址发现陶片中夹有大量稻壳和稻谷。

研究人员认为：“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稻作遗

存的发现，它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

稻作农业资料。”［３３］

农业考古专家卫斯指出：“是距今９０００年前
的彭头山人最早创造了中国的稻作文化。”［３４］１７

张之恒认为：“距今８０００多年澧水下游水稻
的栽培已经越过了选育、驯化阶段，而进入到稻作

农业的诞生阶段。”“长江流域属于稻作农业诞生阶

段的新石器文化，只有彭头山文化，长江下游地区

未发现这一阶段的稻作遗存。”［３５］２０６－２１０

与南方稻作农业形成对比的是北方粟作农业，

张履鹏认为：粟的栽培最早是河南裴李岗和河北磁

山两处遗址，距今分别为７５００年和７３００年。［３６］与
彭头山相比，时间要晚１０００多年。事实证明，中国
的农耕文化诞生于湖南。

（三）稻作文化向中原的传播

稻作农业在湖南澧阳平原产生后，开始沿长江

东扩西进，并且北上中原，在长江流域和黄河中下

游形成大片稻作农业区域。其中北上中原又分东

西两路。

卫斯描述了西路的“南阳通道”：“溯汉水入陕

南，入丹江口直至中原。”［３４］１７

李占扬描绘了东路的“江淮通道”：“走长江中

游地区进入黄淮河平原。”［３７］１５１

李占扬还以十分确定的语气肯定了南方文明

对中华文明作出的贡献：“使用细小石器的猎人们

向北撤离以后，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文化到来之前，

一直处在文化的真空，之间经历了大约 ２０００年
‘无人期’。”“史前学者习惯于将华南地区距今

１．１～１．６万年的文化称为过渡期文化。１万年前的
早期新石器文化应来自洞穴中的过渡期文化。

……洞穴新石器文化形成后快速发展并向北扩展，

彭头山文化和贾湖文化均是发展并向北扩展的重

要阶段或驿站……新石器文化向北发展中，找到

了更适合自身发展的环境，使其得以迅猛发展，以

至于这种进步文化继续向北拓展，到达黄河中下

游地区形成了发达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并为中华

文明的形成和夏、商、周崛起等积淀了重要的物质

基础。”［３７］１５１－１５２

傅斯年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记述了

南方部落曾经的势力范围：“祝融诸族在虞、夏、商、

周间的分布，实在洛邑迤东，河南北岸甚宽广之区

域，东经许郑（河之南）卫（河之北）各地，逾曹滕诸

境，直括淮水之北，凫峄之阳，而抵眘琊东海。又有

西北上的一支，在河东汾水区域。更有西南部的一

堆，在今湖北境汉水中流。”［１６］１２２这个范围大致覆

盖了黄河的中下游和长江中游。

如前所述，祝融即炎帝，傅氏所说“祝融诸族”

就是炎帝氏族。由于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在中

原一带发现炎帝氏族的遗存并不意外。傅斯年指

的“河东汾水区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这些地区

的农耕遗存再丰富也只是“流”而不是“源”，是婴

儿脱离母体后的成长壮大。

袁珂指出：“炎帝与神农……既经合而为一，他

们的神话就相互渗透，不可分解了。”［３８］在中国文

化上，炎帝神农氏作为首创农耕的符号已经固定。

现代考古证明湖南才是农耕文明的诞生地，也是炎

帝氏族的发祥地，这在学界众多学者的论著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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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的强调。

　　三　湘东南：三苗族的中心聚落

（一）三苗族就是炎帝族

徐旭生认为：“苗、蛮二声当系阴阳对转，古字

同音同义。”［５］５８“三苗”犹“南蛮”，是得势后的北方

部落对失势的南方部落的篾称。以下资料证明，三

苗部落就是炎帝部落。

其一，《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姜戎首领驹支回

晋臣范宣子云：“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

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

毋是翦弃。”［６］１０５３说明姜戎氏是炎帝（四岳）之后。

《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

之别也，其国近南岳。”［３９］１７３１则说明姜戎是三苗之

后。《西羌传》虽作于南朝，但对于它的价值，顾颉

刚作了特别肯定：“刘宋范晔作《后汉书》时，离《竹

书》的发现不久，所以他在《西羌传》中尽量采

用了。”［９］６６８

两相对比，则三苗族即为炎帝族。

其二，东吴学者韦昭注《尚书·吕刑》：“三苗，

炎帝之后。”［４０］

其三，吕思勉：“三苗姜姓，姜为炎帝之族。”［２３］８９

（二）三苗族的中心聚落在湘东南

１．文献资料的记载。其一，《墨子》中的“炎人
国”在湘中南。《墨子·节葬》：“楚之南，有炎人国

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

孝子。”（注：亲戚即父母）［４１］１０１原始社会中期，同一

部落的先民形成了中心聚落，“炎人国”就是炎帝族

的中心聚落。

有人据《鲁问》训“炎人国”为“啖人国”，谬矣。

“炎人国”行的是二次葬，而《鲁问》记“啖人国”是

另一回事：“楚之南，有啖人国者桥，其国之长子生，

则鲜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

父。”［４１］２０５这个吃长子的部落叫“桥”，与炎人国是

两回事。

我们还可将“炎人国”的位置定得更具体一些。

张中一经过对出土文物和墓葬的分析，得出如下结

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年，楚人主要是沿江向东发

展……楚人完全征服湖南境内的地方民族，其时代

则到了战国中期偏晚了。”［４２］墨子是战国初期人，

他所说炎人国不会在湘北，而在湘中南。

其二，《山海经》中的三苗国在“赤水”东南。

《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在赤水东。”［２２］１９３据

顾颉刚介绍，苏雪林认为《山海经》中的赤水是一条

类似于巴比伦神话中的河流。［９］６５０它发于西北“昆

仑之虚”，穷于南海“泛天之山”，［２２］２９４，３６４纵贯了大

半个中国。仅以“赤水东”来定 三苗国的位置当然

困难。但《海内经》又说：“南方……有苗民。”郭璞

注云：“三苗民也。”［２２］４５５－４５６至此可确定三苗国在

赤水的东南方。

《山海经》的研究者认为：《山海经》本有《山海

图》作依据，“经”是对“图”的诠释。原本《山海图》

已佚，后人依据有关文字制作了不同版本的《山海

图》。在所见到的各种《山海图》中，衡山赫然居于

中央，而赤水从衡山西南经过。（见图１）这为《后
汉书》所记的三苗国提供了更精确的定位。［４３］

图１　朝鲜《天下图》保存的“山海图”（局部）

其三，《后汉书》的三苗国“其国近南岳”。前

引《后汉书
#

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

之别也。其国近南岳。”许嘉璐主编的译本作“羌姓

国靠近南岳”［３９］１７３１，此论有待商量，因为西羌与南

岳即使用现在的眼光看其距离也不能算近。“其国

近南岳”的“国”应是三苗国。

其四，吴起说的“三苗之居”在衡山以南。《战

国策》记有吴起对魏武侯的一段话：“昔者三苗之

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

山在其北。”［４４］引文来自李维琦的标点本。之所以

选择该本，是因为它以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

书为依据，保留了原始面貌。

“三苗之居”的“居”是聚居之所，不同于三苗

族活动的区域。这段话明白指出三苗族的中心聚

落在湖南衡山以南。

吴起的话引起学界不少争议。有学者将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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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成南岳，然后又据《史记·汉武帝本纪》认为南岳

即安徽霍山。不过，吴起只说衡山，未提南岳，所以

霍山之说无来由。另有学者认为衡山是河南雉衡

山，但是洞庭湖是搬不动的，所以也没有必要扯到

河南去。

重要的是吴起后面还说了“恃此险也”，说明三

苗之居是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如像上述所论，三苗

国处于江汉至江淮间辽阔的地域，有何险可恃？

“楚之南”“赤水东”“南方有苗民”“其国近南

岳”“衡山在其北”，这些信息排在一起，将三苗族

的中心聚落锁定在湘东南。

２．考古证据的支持。其一，茶陵县“属中国栽
培水稻起源地范围”。在我国已出土的新石器遗址

中，茶陵县独岭坳遗址有其特殊地位。首先是遗址

附近有古栽培稻的野生祖先稻种群。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的野生稻调查中，发
现茶陵县尧水乡保存一块覆盖面积达５０多亩的普
通野生稻。严文明认为：“它们理应是当地很早就

生长的普通野生稻的孑遗。”［４５］其次是遗址中发现

了中国最古老的栽培稻遗骸。张文绪等专家认为，

独岭坳古稻“已经远离普通野生稻，是一种已经历

了相当长时间人工种植的栽培水稻”［４６］３２９。独岭

坳遗址距今已有６８００～６５００年，再上溯生物进化
意义上的“相当长时间”是怎样一个时间概念呢？

张文绪等充分肯定了茶陵先民的开创之功，认为茶

陵“稻作农业自古以来十分发达，应属中国栽培水

稻起源地范围”。［４６］３２９

其二，“茶安酃地区”的遗址群。在“其地近南

岳”的各县中，以呈品字形交界的茶陵、炎陵（原名

酃县，１９９４年改今名）、安仁三县（俗称“茶安酃地
区”）遗址最为集中。（见图２）其中炎陵县在南宋
嘉定四年（公元１２１１年）以前属茶陵县。

图２　“茶安酃地区”示意图

茶陵县境内，除独岭坳遗址外，还有龙山文化

遗址３处，［４７］５９６其中腰陂镇窑背遗址面积４万平方
米，是彭头山已揭露面积的１００倍，是城头山已揭
露面积的４．４倍，其规模之大，在已发现的新石器
时代遗址中并不多见。

炎陵县内发现龙山文化遗址５处，其中樟树下
遗址面积６４００平方米，文化堆积１．５米，［４８］４６８其
规模和历史沉积在所发掘的新石器遗址也不多见。

安仁县出土新石器时代遗址３处。［４９］其中何
古山遗址距今５０００年左右，面积５０００平方米；细
萧古遗址面积７０００平方米。二者都有相当规模。

在衡山东南方向，“其地近南岳”的还有耒阳

市、衡南县和永兴县。耒阳市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４处，面积最大的是大市乡宜塘坳遗址，２００平方
米；［５０］衡南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古遗址为罗卜滩

一处，未有详细说明。［５１］永兴县只在商周遗址中发

现有龙山文化晚期遗物。［５２］上述三县市出土的新

石器时期遗址没有年代说明，在数量和规模上也不

能与“茶安酃地区”相比。

民间有“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的

说法。湘东南由于降水和气候条件，常年处于“半

干半湿”状态，土壤呈较强酸性。这一带地下文物

保存条件远不能与我国西北环境相比。这些硕果

仅存的遗址群，支持了三苗族也即炎帝族的聚落中

心在湘东南的观点。

３．湘东南成为炎帝族聚落中心的成因分析。
美国古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奥斯朋１９２３年在北京
讲演时说到：“我们发现原始人不是森林居住的人，

因为在森林里得食容易，演化极慢，森林里长不出

敏捷的民族来。”［５３］张之恒教授在分析玉蟾岩文化

时也指出，由于南岭地区天然食物资源丰富，抑制

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加之石灰岩洞穴的居住环境难

以形成稳定的聚落群，因此也难以形成“聚落农耕

文化”。［３５］２０７

两位专家的论述说明，先民的生存压力是生成

农耕文化的动力。

席道合对茶陵独岭坳陶器遗存进行分析后，认

为其早期遗存“与岭南地区古文化存在一定的联系

或影响”［５４］。这也印证了吴小红、李占扬等专家关

于岭南文化向北发展的论述。

处于湘赣之交的罗霄山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山

脉，与南岭呈倒“丁”字型交汇。罗霄山脉由三段

组成，自南至北依次为诸广山、万洋山和武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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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志瑞：湖湘大地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兼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商讨“炎帝故里”问题

诸广山、万洋山地形地貌与南岭山脉相似，山高林

密，自然界提供的食物资源丰富，而且遍布可供居

住的溶洞。先民们的迁徙一开始应该是沿着与其

生存环境相似的诸广山向北，再到万洋山。

从现在的炎陵县地界北上到茶陵县，是一个转

折性节点。

炎陵县深居万洋山腹地，境内石灰岩面积约为

３５７平方公里，［４８］５０来自南岭的客人们不但“得食容
易”，而且不乏可供居住的石灰岩溶洞。茶陵境内

则是另一番景象，其山地与丘陵基本对半开，而且

石灰岩面积仅为７２平方公里。［４７］６３比较合理的推
测是：到达茶陵地界后，先民们不得不告别大山，来

到丘陵区谋生。

独岭坳出土的遗存证明了环境变化带来的生

存压力。在第一期遗存中，野生植物类食品只有酸

枣一种，自然资源严重不足；张文绪等对茶陵独岭

坳水稻的分析说明，独岭坳人栽培水稻的时间远早

于距今的６８００年。从独岭坳遗址揭露的面积、猪、
羊、牛等畜类动物遗存以及房屋、水沟、陶器和墓葬

遗存来看，独岭坳已形成了稳定的农耕聚落群。

茶陵以北的攸县和醴陵市未发现新石器时代

遗址，［５５－５６］“茶安酃”西北的衡东和衡山等县却有

发现，这说明先民在“茶安酃地区”进入稳定的农业

经济阶段后，再没有沿罗霄山北上，而是向湘江中

下游发展。“茶安酃地区”的房屋、农田就成了他们

的故园。

《炎帝故里 山西高平》一书中，将庄里村炎帝

陵列为“文化遗存”的头牌，因此也成为了“炎帝故

里”的关键证据。查证清顺治版和同治版两本《高

平县志》可知，两个不同版本的《高平县志》都没有

提到庄里村有炎帝陵，只言换马村有一炎帝陵，并

且还认为“帝陵故在湖南酃县康乐乡，此盖其虚冢

也”［５７］。来自高平的资料显示：庄里村炎帝陵是

２０１３年５月在该村之五谷庙动工兴建的。一县之
中竟有两座炎帝陵，这不能说是正常的情况；庄里

村炎帝陵作为现代建筑更是证明不了什么问题。

因此，中华炎黄研究会关于“山西高平是神农炎帝

故里”的观点难以成立。

早在２０１０年，文化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
室在“关于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工作的通知”中

就批评了“打着传承名人文化的旗号争夺名人故

里”等不良现象。在“炎帝故里究竟在哪里”这一

问题上，学界见仁见智，聚讼纷纷，也很正常。不

过，笔者认为，每个专家学者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

见解之前，必须进行严肃认真的调查和考证，这样

才能避免以讹传讹，误导社会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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